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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四册，第十二期，1 9 9 1 N0 . 2， 3 4 5 － 3 5 3

論澳門立法自治的形成及其範疇

José Magalhã es ＊

經過多年對澳門立法體系的思考，對目前司法領域的種種局限性形成了一些

嚴峻的看法。現在終於到了對之做一個認眞結論的時候了。

一方面，對澳門機構立法能力的限制源於《澳門組織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國

憲法的含糊不清的槪念。

另一方面，葡萄牙共和國一直沒有在立法領域採取有助於本地現行司法格局

現代化的擴充性和適用性措施。有限而又不太透明、缺乏成果的辯論，周期性地

加劇了停滯不前的狀况。

隨着《中葡聯合聲明》的生效，這種狀况變得愈加不能忍受。五月十日的第

1 3／90 號法律對《組織章程》所做的第二次修訂，儘管姍姍來遲而且其所賴

以獲得通過的一致性遠不能驅散非常敏感的異議，但對排除障碍、確立合理明確

的戰略、建立起實施該戰略所必需的司法和政治條件，做出了卓絕的貢獻。它結

束了盲目的徘徊時期，開創了一個新的時期、一個至少會把所有的時間用於實現

旣定目標的時期。

目前正是討論這個新目標的輪廓和爲其提供條件的諸因素的大好時機。爲此

，撰寫了本文，其宗旨是以下三點考慮。：

——描述司法本地化進程規範的形成，對其固有的制定過程的不同階段進行

必要的重新劃分（對這一點的認識，絕不意味着要對立法工作的寥寥無

幾的參與者加以限制）；

＊葡國國會議員，國會權利、自由及保障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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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葡萄牙共和國機構和澳門機構之間立法權分配新藍圖的內容；

——衡量澳門立法自治的方向、輪廓和范疇，考查對其規範產生分歧時源於

《組織章程》的解決辦法，進而探討對憲法性和合法性監督領域的闡釋

在司法機構日益增長的自治力量的現狀和其可能的演變中所帶來的某些

後果 。

一 、新戰略：“本地化”

共和國議會通過的重要變革是使關鍵領域的立法工作本地化，讓澳門自己的

機構負責進行面向 1 9 9 9年的必要改革。

我們所依據的原則，是葡萄牙、澳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本世紀末之前（並

延續到二十一世紀頭幾十年）在澳門建立一個“高度自治”體制的共同意願。

我們還考慮到，只有立足於澳門而不是里斯本，才有可能成功地駕駛能聯結

新與舊、聯結過去與未來的“千項改革”

當然，我們還企望葡萄牙共和國各權力機構間進行有效的合作，期望所有這

些機構與澳門機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使有關澳門命運的承諾得到嚴格遵守，充

份 保 証 1 9 9 9年 1 2月 2 0 日 權 力 的 和 平 交 接 成 爲 可 能 。

導致法律確認這些新目標新方法的理由和行動是多種多樣的。

我認爲，這些新目標新方法對勢在必行的解決辦法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價値和

力量。對1 97 6年的《組織章程》生效的十幾年所做的評價，對堅持沿着這個

方向走下去是過於苛求了。經過十四年所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針對有爭議題目的

重大改革，均得通過共和國法律加以實施。事實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沒有

一項改革是這麼做的。

隨着時間的流逝，澳門法制在兩方面變得僵化起來：一方面，它變成了一個

東方博物館，從中可以覓見仍在運行的各種遙遠年代的葡萄牙舊法律的遺迹，猶

如一個車輛博物館，而在很多情況下，葡萄牙已經用噴氣飛機取代了車輛；另一

方面，由於對葡萄牙現代法律視而不見，與風靡於太平洋地區的眞正的法律漩渦

之間的帶有危險性的距離便日益加大。在“普通法”迅速擴張的影响下，要在遠

離澳門一萬八千公里之處，對所必需的改革的核心內容加以確定，事實上是對在

世界未來具有擧足輕重影响地區所幸存的唯一歐洲大陸法系判處迅速和不留痕迹

的消亡。

立法者明智地選擇了生存：開始複審憲法，作爲《組織章程》更新的突破口

；而後，又對《組織章程》進行修訂。第1 ／89號國家基本法引入了三項重要

的變革：〔1 〕（通過把第5條4款作爲現行第292條1 款，重新載入最終和

過渡安排之中）在憲法上強調了葡萄牙對澳門管治的臨時性和過渡性；〔2〕總

督對《組織章程》有動議權；〔3〕保障澳門擁有一個自已的、適應當地特點的自

治司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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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重要的是，這些變革再次肯定了有關澳門的憲法性規定：旨在擴大葡國

國會涉及《澳門組織章程》等的立法權（從而限制澳門機構修改其《章程》的特

權）的提案並未能夠通過，旨在重新確定葡萄牙立憲機構對澳門政府的干預和權

力、削弱共和國總統職權和作用的提案，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由於担心這些提

案被否決，社民黨撤回他們提出的提案，這樣，對憲法條文的修訂獲一致通過。

至於《組織章程》的第二次修訂，可以公正地說，它表明了立法界和政界廣

泛贊同在澳門建立一個能在《聯合聲明》第二條第四款（“現行法律基本不變”

）的範圍內而存在的自治司法體系。此外，所要建立的司法體系，應創造條件使

1 999年以後的葡國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協助合法化並加以推動，並且使

聘請葡萄牙法官在那時開始運行的司法機構裏担任職務（如同《聯合聲明》附件

一第四條所抽象認可的那樣）的可能性不至於流產。

然而，必須明白，《章程》獲得通過、方向得以確定之後，一切均取決於下

述兩個方面：

—— 葡國（通過權力機構）履行其職責的方式，尤其是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對話（主要是爲了未來的基本法的制定能得到滿意的結果，在澳門創

造穩定的條件）；

—— 澳門政府使用新公務員的能力。事實上，澳門自己的政府機構全盤負責

，正是共和國議會一致通過的本地化政策。然而，時間非常緊迫，所延

誤的工作的重負異常沉重，不確定的因素又強大。

二 、本地立法的新空間

那麼，目前開辟的立法空間究竟是什麼，其價値又是什麼呢？

首先，我認爲有必要強調一下共和國議會通過的一些基本說明。

1 ．一方面，第1 3／90號法律明確指出了澳門的眞正地位在於對葡萄牙

國內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而言它享有雙重自治。這種日益增長的自治，要在

葡萄牙的作用削弱時不至於導致其喪失，而只是更換自治機構的管理人員而已。

通過條約可達到適當的終止而得益。葡萄牙通過《澳門組織章程》的第二次

修訂而行使其政治、行政和司法權力時，始終注意爲過渡到1 999年的關鍵時

刻而創造各種條件，也就是說，它事先亦考慮到了1 999年之後的情形。終止

並不等於雙方共管，但很明顯，如果目前一方單方面做出決定，而這些決定因其

內容或含義在過渡時期結束時注定要被對方（同樣也是單方面地）廢除的話，那

麼這些決定就毫無意義。

相反，爲長久存在而建立的行政管理，只能立足於創造和實施源於對話並爲

各方所接受、適應未來的解決辦法的能力，使葡萄牙不致於截然擯棄一項適當的

戰略，擯棄一個能在面對中國所提“一國兩制”的和平共處的複雜的難題中引導

我們前進的政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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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澳門組織章程》的修訂有助於消除疑點和模梭兩可（其中一些

相當明顯和微妙），甚至國務委員會本身就葡國憲法與澳門的法律的關係上也存

在疑點和含糊不清。明確的規定是，共和國憲法固定不變的原則適用於澳門包括

特殊情況在內的所有的情況。適用性即爲准則，而不適用性則只是缺乏依據的例

外而已。適用於澳門的憲法規定，在1 999年之前都將是澳門法律體系的一部

份，而且高據相關法規之上。憲法的效力並不取決於《組織章程》是否接受。憲

法載明的保障對澳門的特殊情況做了適應，然而，對法規是否符合憲法而進行監

督的手段則非常缺乏。

3． 憲法所規定的權利、自由和保障均適用於澳門這點重新得到了確認。《

組織章程》第2條對此所做的闡述，對於開創和塑造自治的原則，對於尊重由共

和國憲法（尤其是在規則和物質保障方面）和《組織章程》（尤其是在組織規則

和權限方面）所確定的權利、自由和保障，都具有附加和特殊的價值。

4．相反，第1 3／90號法律，在修憲之後，在司法組織領域內竟允許澳

門法院與葡萄牙共和國司法結構一體化准則發生破裂。法院組織的基本准則以及

憲法中規定的有關其運行的基本原則，只能通過依據憲法與《組織章程》互相協

調的基本法律所確定的方式方法，才能適用於澳門。

5．此外，對擱置了多年的有關監督澳門機構的規範性行爲是否合法及符合

憲法這類難題進行了解釋。

6．所做的選擇還導致澄清了葡萄牙司法體制與澳門司法體制的關係，創造

性地指明了澳門機構的立法在何種條件下優於主權機構通過的法律。

三 、立法權的重新形成

通過這個說明，得以引入由第1 3／90號法律規定的澳門立法權的重新形

成這個中心話題。如上所述，這裏涉及的是主宰過渡期的新戰略的核心。事實上

，這也是一個曾經激發並將繼續激發大量複雜的司法詮釋問題的領域。

對此我們應多費些筆墨，爲法律新框架的正確解釋提供一些幫助。這項工作

仍將給澳門的司法結構以及憲法法院本身帶來一些微妙的問題。

1 ．權力的轉交遵循載入第31 條的一個經過悉心斟酌的公式。最初提出的
草案（“對下列事項進行立法，屬立法會權限”）最終被下列說法所取代：“立

法會有權對下列事項進行立法”，這種解決辦法近似於憲法用以確定自治區域權

限時所使用的辦法，而未必從授予澳門廣泛自治權而加以限制的體制中可以找到

類似之處。該公式的目的僅是保証澳門機構所行使的權力不影响共和國議會的權

限（當然，共和國議會不會因爲這種障碍而放棄權限）。

其次要注意的是權力的轉交儘管是廣泛的，但事實上也是有限度的。凡涉及

諸如大赦，超出《組織章程》第3條規定范圍的國際協約的批准以及公民權和政

治黨派團體體制時，其權限只屬共和國議會。通過保留基本法律的發展，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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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讓權予總督。這種保留缺乏恰如其份的闡釋：不能用擴展性的方法（包括更

好地實施基本法律所必需的所有立法改革）去理解賦予總督的專有權限，否則，

在確定關於某些權利、自由和保障的立法中起主要作用的立法會的權限將會受到

傷害 。

2．一旦這麼做了，餘下的就只是確定源於新的第31 條的當地司法制度與

葡萄牙司法規範之間的關係。正是爲了這一點，多年來，憲法事務委員會的議員

與澳門立法會代表團的議員在多屆工作會議上所做出的共同努力爲最終取得協調

做出了巨大貢獻。

事實上，最初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能引起不可逾越的權力保留，因爲它賦予所

謂的“澳門機構特殊權限規定”實際上是優先於任何源於主權機構的規定。後來

發現，在某種程度上，所有澳門機構可以立法的事務，包括從《組織章程》的修

訂到當時還屬共和國議會和政府權限的一些事務，均可視作澳門機構的特殊權限

。這樣，在議會保留的權限上，將不加任何區別地產生地方法律優先於共和國法

律的現象。

3 ．針對這種情況，力求通過不斷賞試而前進。

〔1 〕賞試確定澳門機構的特殊權限的範圍，並確認這些範圍裏的地方立法

文件的合法性。起初，只確認“由於澳門的特殊情況，其立法體制才具合法性”。

然而，權利、自由和保障，以及刑事犯罪、安全措施及預算，均被排除在特殊權

限之外，有關侵犯權利、自由和保障的刑事訴訟，也被排除在外。基於同樣的精

神，另一個方案認爲，這些事務“不屬地方特殊權限範圍內” 。

不久就認識到，這種規定非常不合適，因爲它寬的地方寬鬆得過份，嚴的地

方又嚴厲得過度。確實，鑒於第31 條指明的權力轉交的目的是使適合澳門特殊

情況的立法體制成爲可能，因而，所考慮的方案總是針對這些地方體制的優先地

位，而把權利、自由和保障的闡釋排除在外（這似乎是不合適的）。

如果採納了這個新方案，那麼，地方機構有效地通過有關基本權利的立法，

就會受到絕對禁止，這將爲味着完全排除掉向澳門授予有關權利、自由和保障方

面的立法權的選擇。

〔2〕接着探討了第二種可能性：確立主權機構的法規在澳門取得立法權的

那些關鍵事項（如人的身份、能力、權利、自由和保障，以及第31 條第1 款的

c 、d、 e、 f 、 i 、 n和 o諸項所確定的內容）方面的優先地位。

下列地方立法居優先地位：

——所有僅涉及澳門的事項；

——第 3 1 條 的g、h、 j 、 l 、 n、 p和 q諸項 所認 可的適 合澳門 特殊 情

况的本地立法事項。

然而，儘管涉及的是像權利、自由和保障這樣的關鍵事項的核心，只要不與

國家法規實質內容抵觸，地方立法就可以相對於共和國立法而居優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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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立法假設是一種進展，然而，引起了一些需要認眞加以考慮的合乎情理

的異議。

首先，很可能被理解成所有涉及《組織章程》第31 條關鍵事項的過去和未

來的立法文件都被賦予相應値和優先地位，即使沒有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刊載

過。這迫使我們在修訂《組織章程》之後，要麼對其進行選擇、分類並刊載在《

澳門政府公報》上，要麼地方機構在制定有關法律前就不得不參考一下在共和國

法律文獻中是否有需要遵循的相應資料。

無論哪一種選擇都將涉及實施眞正和深刻的權力轉交的意願，而且會造成料

想不到後果。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刊載所有和任何涉及第31 條關鍵事項由共

和國立法的這個想法——不是爲了在澳門生效，而是讓人們看到相應法律的存在

——被認爲是危險的，因爲它容易導致對其眞實含義的誤解，尤其是現在需要加
強本地化戰略的時候並不需要不惜任何代價強調葡國特權。

其次，接受不與共和國法律實質內容相抵觸的涉及權利、自由和保障以及其

他重要事項的地方法律的優先地位，似乎是有益的，這種接受看來也是強調由澳

門特殊情况所產生的特殊性。只要所涉及的事項屬地方體制，無論其是否與國家

法規的實質內容相抵觸，就承認其優先地位，這是一種過份的假設。這種假設意

味着，一旦地方法律的制定可以理解成這樣的本地化是必需和正確的，那麼在任

何情况下這些地方法律都被賦予優先地位。

一種可能的設想，是採用兩種相互兼願的標准：不抵觸性與特殊立法理由共

存。但這可能在澳門問題上重新掀起對自治區特殊利益槪念的爭論。僅僅與共和

國法規實質內容不相抵觸是不夠的，還必需証實適用於澳門特殊情况的法律在每

一具體情况中的合法性，這將嚴重阻碍所追求的立法自治。因爲，澳門與馬德拉

和亞速爾自治區的情况不同，它應該能夠對一些歸屬主權機構職權範圍的事項採

取立法行動，甚至包括有悖於這些機構決定的立法行動。考慮到澳門的特殊情况

，只要不與國家法規實質內容相抵觸，地方法律就應該佔據優先地位。在這種爲

立法者提供的方案裏，澳門的特殊情况本身並非一種需要累加考慮的標准，而是

在評估有抵觸的情况下成爲一種鑒定性因素，甚至可以在國家與地方法律內容之
間發生直接抵觸的情况下，據以認定並不存在抵觸的一種鑒定性因素。

如今載入第41 條的解決辦法，正是基於這些判斷對其歷史根源做了描述。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獲得一致通過。

四 、廣泛的自治

新槪念的范疇可以歸結爲如下四個結論：

〔1 〕只有刊載在《政府公報》上的主權機構的法律文件才具有相應價値——

而目前這種文件爲數不多，而且顯然將來會更少；

〔 2〕 不 涉 及 第 3 1 條 1 款 a 、 b 、 c 、 d、 e 、 f 、 i 、 n和 O 諸 項 的 法

律文件不具有相應價値（因而也就對地方法律不具優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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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上述第31 條諸項中載明的事項的共和國法律文件，儘管具有相

應價值，但地方立法可以與之不同，只要它們在澳門的特殊情况下不與共和國文

件的實質內容相抵觸。

〔4〕有關僅涉及澳門事項的地方專有立法，具最高效力。

爲這些規定的產生所作的努力（對其所做的歸納性描述中，本人有意避免對

諸多方案深層的依據和意圖添加任何注釋），首先表明的是國家的姿態及其授予

澳門以面向1 999年的廣泛立法自治權的明白無誤的政治意願。

司法保障（對其產生本人做了闡述）是相當可觀的，但對任何一位好的觀察

家來說，却不如《組織章程》獲一致通過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保障。

在憲法上，共和國議會不能放棄行使共和國憲法賦予它的立法權限，不能自

行剝奪批准應在澳門生效的立法文件的可能性，也不能隨意擴大地方立法權限。

這麼做，是不符合憲法的，也是不愼重的。承認澳門在多年來屬主權機構權限範

圍內進行立法的組織和政治條件，並賦予這種立法以優先地位，我們高興地看到

，這樣做是爲了促進地方立法，而不是葡國議會與澳門立法機構間的競爭。

我不認爲存在這種競爭的危險。我認爲，共和國議會更多更好地關注澳門事

務只會有巨大而合理的好處。鑒此，《組織章程》的修訂預見到了共和國議會將

會要求澳門立法會對與澳門利益相關的事務發表意見（第30條1 款a項）。這

是一扇通往我們需要認眞利用的東方的大門，以創造與之坦誠對話的習慣。

就澳門的新的立法權，本人還有一種見解：根據《組織章程》，新的立法權

旣不是通用的，也不是專有的，我認爲，它將在實踐中不斷地爭取成爲二者兼有

的。它將不會與共和國立法權競爭，其理由很簡單，共和國立法權將趨於自我節

制。由此，地方立法權將日益成爲澳門法律規範的源泉。

五 、法院的作用

這種抉擇的另一面，自然就是對本地立法行動是否合法和符合憲法的監督體

系做實質性的澄清。

對這一點所通過的安排在《組織章程》的修訂過程中並不太引人注目也沒引

起太多的爭議，從而導致衆多疑慮和障碍的消除。難題迎刃而解，爲司法監督的

運行清理了道路，而這正是民主國家的重要組成部份，其模式對組織澳門現行體

制有借鑒作用。

對此需要指出如下七個方面：

1 ．首先，規定禁止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援引有悖憲法和《組織章程》規定和

原則，或與共和國基本法律實質內容相抵觸的法規（第41 條）；

2．其次，擴大了法院的認定權限，廢除了舊《章程》第41 條3款（1 9

33年憲法體系的遺迹），那時法院只限定審理實質違憲的事項。涉及由共和國

351



主權機構頒佈的法規或源於澳門機構的法規，有權裁決涉及澳門案件的法院同樣
可以評定和宣判形式上和職權上的違憲。

這樣，圍繞通過實施《組織章程》第41 條3款對權限加以部份限制的理論

而展開的令人頭痛的冲突得到了解決。如今，憲法第207和280條的整體規

定毫無疑問地佔據主導地位。

3． 另一方面，徹底澄清了神秘的“有權認定澳門立法機構制訂的文件違憲

的法院”（舊《章程》第31 條1 款C項中載明的）是憲法法院。收入憲法法院

法 理 文 集 （ 主 要 是 第 2 8 4／ 8 9 號 判 决 書 ， 第 3 4 9／ 8 9號 訴 訟 案 ， 1 9 8

9年6月 1 2日，共和國公報Ⅱ第1 33號）的多數人的理論一直有保留地支持

這種解決方案。另外一些人鼓吹澳門的政治與司法自治嚴重阻碍了向葡萄牙憲法

法院或其他設立在共和國的機構授予這種權限，而與這種想法對立的觀點則得到

了採納。

4．當立法會通過的法規被總督以違背憲法和《組織章程》規定或違背因共

和國主權機構的法規而澳門的政府機構不得違反（第40條3款）等理由而否決之

後，只有總督才有權要求審查這些法規是否違憲或違法（第1 1 條 1 款e項）。

5．對由澳門機構制訂的法規進行監督的體系做了一些的變動，評定立法會

制訂的法律是否違憲的動議權歸總督（第1 1 條 1 款e項），而對總督法令進行

監督的相應權力則授予立法會（第30條1 款 a項）。不能依據第 1 5條 2款的

規定予以通過的總督法令，必須呈送憲法法院。

6．對不作爲的違憲事項進行監督，以前沒有，現在仍然沒有。

7 ．憲法法院裁定任何法律在三種情況下屬違憲或違法。沒有理由認爲這種

有廣泛約束力的憲法規定可以不充份適用於澳門的立法行爲。

建立一個自己的、自我爲中心的、由在本地招募、人數日益增多的公務員隊

伍的司法組織，將給該規定的實施帶來深刻的變化。更換主角而沒有建立一個“

（本地）法官的（本地）政府”，只不過是在開發像《組織章程》第41 條這樣

的法規潛力的法理創造中重溫法律模式罷了。

共和國總統負責把如今屬葡萄牙高等法院的權限遂步移交給地方法院行使，

新法理制訂工作將通過非澳門機構的認定和評價而起步，它會得到糾正和重新平

衡 。

某一特定的時候起，對憲法的正確解釋最終會在澳門進行。到那時，立法體

系將達到充份的自治，對其輪廓根本無法加以准確預測。

與立法自治伴生的司法自治將會鞏固適合澳門特殊現實、靈活、能保証目前

所描繪的架構不致毁於一旦的原有司法制度。

爲了使根本性的東西的生存，必須改變所需要的一切，由此就不能懷疑法院
在該進程中將發揮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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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立共識

必須指出，許多得以採用的作法並沒有載入起初提交給共和國議會的文本裏

，它們是在一般性辯論之後通過（純粹政治色彩的）討論發言而形成的成果。

這裏不便再重複該進程（如果能夠重複的話），而只能強調一下它的實質性

作用。然而是否可以從中得出對澳門立法自治未來建設階段的某種診斷性的結論

呢？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組織章程》第二次修訂的立法者是多麼的

敏銳，只要沒有用現行法律制度所通行的政治標准去主導其實施，《組織章程》

的第二次修訂都不會有很大的價値。

衆所周知，甚至完美的法律本身也不能保証它就能得到很好的實施，而糟糕

透頂的實施會把本身很合理的法律變成地獄。澳門立法自治的建立，不會擺脫這

些人間法則，無論澳門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情况也罷——事實上它有很多特殊情況

……，承認這一點，似乎是明智的。

我相信，最起碼的敏感性，都會吿示我們這麼兩件事：一是不要去試驗截然

對立的命題，其次是圍繞這種根本性的審愼，建立起擧國共識。依賴他人的事是

靠不住的。葡萄牙終將邁出法定性的一步以完成其所肩負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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